聆听烈士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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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献上 
　　21世纪花篮 
　　在山路上行走，每一步都沉重，我听到自己的心跳。 

　　借着到重庆开会的空隙，我和高洪波等朋友提着花篮，穿过歌乐山熙熙攘攘的人群。身旁的孩子们欢快喧闹地奔跑追逐，兴奋地享受着春光无限的郊游，我们却无 

	


言地走向那片鲜血浸透之地。 

　　精致、芬芳的花篮系着红色的绸带，是我从几千里之外的广州带来的，临行前，87岁高龄的老父亲,颤颤巍巍地在绸带上写上了五位战友的名字，且一再叮嘱我:一定要系在花篮上，敬献在烈士的遗像前。作家李兰妮得知我父亲的这个愿望，便张罗人手给我拍照，好让我行动不便的老父亲能看到献花的过程，作家邓刚、黄尧、何立伟立马响应，个个拿着相机跟着我，俨然是专业的摄影记者。 

　　在渣滓洞的一面墙壁上，密密麻麻陈列着烈士的遗照，我终于找到了他们的名字：齐亮、马秀英、胡有猷、杨翱、陈诗伯。他们是那样年轻，俊朗帅气，面带阳光的微笑，看得出来，他们都受过良好的教育，个个年龄都不到30岁。当年，他们有的是父亲单线联系的上级，有的是朋友、同学，然而,在共和国已经诞生后的那一个血色黎明时分，他们却倒在一片血泊之中，没有看到梦寐以求的重庆解放…… 

　　我向烈士们的遗像低下头，虔诚地献上花篮，我又仿佛听到了自己的心跳—— 

　　我是烈士的生命换来的 
　　1947年，重庆乌云压城，腥风血雨。我出生在民建中学的猪圈旁边，那年是猪年，属猪的我冥冥中开始接受磨难。因为是早产，生下来后我不会哭，连吸奶的力气也没有，接生婆抱过一看，皱皱眉头说，这个娃儿怕喂不活。可我活下来了，民建是地下党办的学校，于是我有许多“干爹”、“干妈”，母亲没有奶水，“干妈”就弄来奶粉，调开了用棉花蘸湿挤进我的小嘴里。6个月后，我被寄养在农村一个佃户老婆婆屋里，父母有时来看我，见我躺在灶台边的禾草堆上，苍蝇嗡嗡嗡地围着我飞舞，老婆婆熬好了米糊，用手指抠起一点一点抹进我嘴巴里，就这样把我养到一岁，当时谁也不知，老婆婆的东家有个肺痨病人，不满一岁的我感染了肺结核。 

　　1948年，重庆地下党组织遭遇灭顶之灾。作为乡建学院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的父亲懵然不知，到了约定时间，未见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来接头，又较长时间未见地下传递的《挺进报》，预感到巨大的危险在逼近，只好启动紧急程序，到北碚“接头”，并由我母亲在后面远远跟着，一旦发现不测立即回去报讯。就在北碚一座石桥桥墩旁，父亲与一个穿长袍的青年对上了暗号，细一打量，发现他竟是化了装的重庆北区书记齐亮，他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时，父亲和他有过联系。齐亮机警而冷静，却低声说出了晴天霹雳的几句话：“有人叛变，摊子被搞烂了，胡有猷被捕了，情况非常严峻。你回去马上把已经‘红’了的人，不管是党员还是外围六一社员，尽量撤离重庆，回家隐蔽、分散下乡，都行。你家在香港，你最后走，如有实在没地方去的人，得把他们带到香港去。你要准备好！什么时候走，等通知。”说完他们紧紧地握了手，齐亮旋即匆匆离去。 

　　父亲回校后马上安排党员和外围积极分子撤离到上海、武汉、云南以及四川各地，自己也在焦急地等待最后的通知。一天清晨，风尘仆仆的齐亮突然来找父亲，紧急通知：立即带着找不到隐蔽地方的同志撤到香港去！分手时他紧紧和父亲拥抱，并深情地说：“恐怕今后很难再见面了，望多多保重！”然后又一转身飘然而去? 

　　老父亲每每向我追述那一时刻，都令我怦然心动，思绪难平!那真是个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是考验一个人的信仰有多真诚的严酷时刻——60多年后，我已经无法探究那个清晨时分,齐亮伯伯在通往歇马场乡建学院小路上疾走如飞时会想些什么？我只知道，往前走，他可能挽救党的一个基层组织和一批进步青年，成为救出几十条生命的天使、英雄；也有可能身涉险境，一步跨入牢笼，因为整个组织已经破坏了，乡建学院的地下组织是由条块结合组成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他的舍命奔走都有可能成为自投罗网。而如果退回去，他可以有更多时间自保，更有机会逃出虎口，他深知自己已是敌人重点追捕的目标，每一分钟都会有被捕的危险，先摆脱追捕，隐蔽自己也似乎无可厚非。可是，他义无反顾地作出抉择：逐一通知别人先撤离，把生的希望先给同志，死的危险留给自己。信仰！党性！在那清晨的疾走中发挥到了极致! 

　　我凝视着齐亮的遗照，他向我微笑。我又隐约听见自己的心跳。 

　　如果不是眼前这个微笑着的人冒死在那个清晨中奋然前行，我的心跳可能早在62年前的某个时刻戛然而止，因为我会是另一个“监狱之花”、“小萝卜头”。而就是他，让我的心脏一直跳到长大成人，结婚生子，从青年变成中年，成为新中国的一名作家…… 

　　当年父亲与齐亮分手后，马上到老婆婆家里接走我，按原预设方案，没有暴露的母亲留下继续坚持斗争，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党员同志带我坐船撤到香港。同行的女同志充当我的母亲，不料，发着低烧的我死不认这个“妈”，拼命啼哭，同船的旅客纷纷投来诧异的目光，有人问：这娃儿怪咧！咋不肯跟妈？父亲尴尬地“解释”：孩子妈一直在乡下教书，我在城里做事，带孩子方便些，所以孩子只认我，跟妈反而生分了。江轮每停靠一个码头，都有军警特务上船盘查，父亲见我们这引人注目的“一家三口”破绽太大，临时改变了计划，在宜昌下船，从陆路经武汉南下广州、香港。后来我们与转移到香港的南方局领导钱瑛大姐接上头，这时父亲才知道：无耻叛变了的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竟带特务飞到上海搜捕钱瑛同志，并在码头上拦截从重庆撤离的地下党员，正是父亲决定在宜昌下船这一随机应变，让我们又逃过一劫。我奶奶在香港的家，是“东纵”的地下联络站，不久，我母亲也回到香港，一家人总算团聚了。广州解放后，父母先后奉调回到广州，在党的怀抱里，我治好了重病。但不久收到噩耗：我们的救命恩人齐亮和他的爱人马秀英同志（她是著名作家马识途的堂妹，是在他的引导下参加革命的），在转移隐蔽到成都以后，被时任重庆市委副书记的叛徒冉益智出卖，双双英勇牺牲在渣滓洞里。胡有猷、杨翱、陈诗伯也惨被屠杀，为信仰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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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作者吕雷找到了齐亮烈士遗像摄影/何立伟 

　　信仰的光辉永恒 
　　由于高层领导的叛变和出卖，重庆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遭受逮捕和屠杀的达数百之众，有个别侥幸者逃过严酷的追捕，日后也难免蒙受不白之冤。潜伏在敌人内部的程途同志，就是典型的一例：他早在抗战从事“民先”活动时就与父亲相识并成为好友，但彼此间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其实他当时是我党重庆地下电台的特支书记，著名的《挺进报》消息来源，就是成善谋同志和他用电台收录后秘密递交陈然烈士而编辑成报的。党组织被破坏时，程途和成善谋同时被大叛徒刘国定出卖。那天，他正好与成善谋约好接头，远远看见一群特务围住成善谋，为首的逼问：“说，程途在哪里？”成善谋睚眦俱裂大呼：“我就是程途！”成善谋烈士用顶天立地的一声呐喊，践行了自己至死不渝的信仰，以自己的生命换取了战友的安全。 

　　程途得以脱险。解放后，他在重庆市公安局任职，不料，在肃反中，因他在敌特机关潜伏过而且上线同志牺牲，无人证明其清白，不幸蒙冤受屈，被打成历史反革命，关押至新疆劳改。程途伯伯虽然身处逆境，但信仰不泯，忠心不改，后来他获平反昭雪后，担任了重庆市纪委常委。 

　　1982年他病重时，父亲和我到重庆医院探望他。他依然双目炯炯，握着我的手一再叮嘱：“信仰，不要迷失信仰……”他说出一段在新疆劳改时的传奇，把我感动得潸然泪下—— 

　　那是新疆一个大雪纷飞的冬天，他们被押到野外劳动。一个囚犯触怒了看守队长，队长竟当众扒下那人的棉衣来惩罚他。程途伯伯向来好打抱不平，冲上前去论理：这么冷的天，你扒了棉衣不是要冻死他吗？这样干还叫共产党？队长大怒，命令把程途的棉衣也扒掉。程途伯伯光着身子昂首挺立在雪地里，全队囚犯一下子全跪倒地上为他求情，那队长更恼羞成怒，越发一意孤行。就在这时，远处驰来一辆吉普车，见路边跪着一大片人，一位清瘦冷峻的老军人连忙下车，一问缘由，老军人双目圆睁，喝令该队长也脱掉棉衣站在雪地里，并怒斥：“他们也是人！你光身挨冻试试!冻死你这王八蛋！”程途伯伯得救了，事后，他才知道，那正气凛然地挽救他的老军人，正是鼎鼎大名的王震将军！ 

　　信仰的光辉，不仅闪耀在战场、刑场、生离死别的瞬间，也闪耀在突如其来的灾难中、人生蒙冤受屈之时，更闪烁在默默无闻、隐姓埋名的埋头苦干之中。 

　　2003年非典疫情震惊全球，我到第一线采访写作，发表了有关钟南山院士的报告文学，香港报纸也转载了。香港爱国工会邀请我去香港给工会会员们作一场内地抗击非典的报告，会场上，我看见一大群白发苍苍的老人，他们都是工会的老骨干。意外地，我见到了我的“干妈”——当年与我父亲假扮夫妻把我从重庆带到香港的那位女同志。尽管当年我在船上不认她这个“妈”，但长大后我一直叫她干妈，那年她已经80岁了，她竟带着助听器、笔记本来听我的“报告”，把我感动得鼻子发酸，眼睛发潮。60多年来，高官厚禄、级别待遇始终与她无缘，尽管她的“辈份”比起公开在港工作的许多高级干部“高”出许多倍，她却在香港一直只担任一个基层工会的秘书，几十年如一日，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地为工人服务到2008年溘然长逝。那天，我一接到噩耗，便代表全家赶到香港新世界殡仪馆为她守灵，看着一群群的工友、学生、街坊亲友来向她挥泪告别，我的泪水再也无法强忍，汩汩地往下流淌，流到脸上，流到心里。人说世间“不如意事常八九”，然而，对比起这位为信仰奋斗一生清苦一生，而且光荣经历几乎无人知晓的老人，我们还有什么可攀比、可抱怨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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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齐亮烈士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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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秀英烈士遗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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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吕雷的父母吕坪、夏耘吕雷摄于2010年，广州 

　　痛哉斯言！ 
　　诚哉斯言！ 
　　满墙都是烈士们的遗照，他们为革命信仰、为民主自由、公平正义献出了一切，也用信仰锻造了自己高昂的头颅。此刻，这一个个高昂的头颅看着我，令我扪心自问：没有他们为信仰而血溅刑场，你不可能有幸活到今天。而今，在每天这平淡无奇的舒适安逸中，你的信仰安在？ 

　　我深深地低下头，听见自己羞愧的心跳，像阵阵忏悔。我们可以勉强承认，我们没有遗忘，我们没有背叛。可是，从少年、青年到中年，我们干过多少蠢事、傻事、荒唐事？走过多少弯路跌过多少跤子？ 

　　面对满墙英烈，我这个幸存者耳热脸红，惭愧莫名。纵然，不可能要求人人都具有英烈们舍生取义、捐躯报国的精神境界，芸芸众生中终日为生存奔波劳碌的是大多数;可是，在一个进取的社会里，能让人们心灵中信仰的绿洲变成荒漠吗？正常人的眼睛，不应该只看到乌云、阴霾、黑暗，或者只有庸碌和低俗，也应该渴求信仰的温暖和阳光。 

　　墙上一幅“狱中八条”警醒着我，这是重庆“红岩”烈士们用血泪凝结成的警世之言。当年，重庆地下党组织在解放战争节节胜利、光明即将到来之时，突遭颠覆性破坏，大批共产党员英勇牺牲，是我党白区工作的一个巨大挫折。这一惨痛事件的最发人深省之处，是基层党员殊死抗争，坚贞不屈，为捍卫信仰虽九死而犹未悔;而高层领导却贪生怕死，一旦被捕便无耻叛变，甚至为了向敌人争功邀宠，竞相用同志的鲜血来染红自己的花翎顶戴，其崇高与卑劣判若云泥，形成触目惊心的鲜明对照。风起于青萍之末，坝崩于蝼蚁之穴，其实刘国定之流的变质早就有迹可寻，他担任市委书记后，竟要主管党内经费的同志把经费借给他去做生意牟利，理所当然地遭到拒绝后，他竟罗织罪名陷害那位坚持原则的同志;在《挺进报》发送给敌特高层的问题上，他又好大喜功，盲动冒进，独断专横地压制市委内的正确意见，阳奉阴违地违反了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地下工作原则。由于当时非常时期干部的频繁变动，考察不严的升迁提拔，终酿成全局崩溃的惨祸。狱中党组织经过深刻反思，总结出八条历史经验和教训，小说《红岩》的作者之一罗广斌在脱险生还后饱含热泪，代表全体牺牲的战友，忠心耿耿地向党剀切陈词、秉笔直书，留下了以下令世人刻骨铭心的血泪忠告： 

　　一、保持党组织的纯洁性，防止领导成员的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注意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整党整风；八、严惩叛徒、特务。 

　　痛哉斯言！诚哉斯言！一个执政党能够在一个世界人口第一的大国执政，诚然有千万条理由，而能够有如此坚定信仰、勇于抛头颅洒热血的千百万忠实追随者，能够有在面对死神时向党发出这样血泪忠告的党员，谁敢怀疑这不是一大理由呢？ 

　　从那黎明前的黑暗到如今，胜利的鲜花已经盛开了61个春秋，我们党已经执政了61年，我们国家的改革开放已经取得令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可是，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向前探索的道路依然崎岖峥嵘，世界依然危机四伏、虎豹环伺。在时代波澜的阵阵淘洗中，在资本与信念的微妙复杂的博弈中，我们党的队伍中的每个人、包括身居领导岗位的同志，还能当个为信仰而勇于献身的强者吗？是信仰淡去，利益坐大，还是信仰依然坚强，头颅依然高昂，依然高高扬起信仰的风帆，穿越资本和市场的惊涛骇浪，直达公平正义的彼岸？ 

　　歌乐山那满墙用信仰锻造的高昂头颅在注视着，我似乎听到这样的呼唤： 

　　“幸福的人们哪，对于我们的忠告和嘱托，你们做了些什么？” 

　作者家庭档案 
　　吕雷 作家，现任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广东省作协副主席。曾任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曾两度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获第九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入选作品奖、第十一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优秀作品奖、庄重文文学奖、中国改革开放优秀报告文学奖。三度获得广东省鲁迅文艺奖等奖项。 

　　吕坪 吕雷父亲，原名吕应生，解放前曾在重庆做地下工作，任乡村建设学院地下党支部书记。重庆地下党组织被破坏后转移到香港，参与解放广州的情报资料搜集工作，并作为国统区7名代表之一到解放后的北京出席第一届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后被指派到苏联列宁中央团校学习。回国后从事团校、党校和宣传工作，后在广东省文联党组书记任上离休。 

　　夏耘 吕雷母亲，解放前曾在重庆乡村建设学院从事进地下工作。解放后曾在华南团委等单位工作，现已离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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